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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城镇化要素对城市绿地时空暴露的影响机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牟　 磊１，幸丽君１，∗，刘　 羽２，胡沁江１，严敏嘉３，４

１ 湖北大学区域开发与环境响应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２

２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广州　 ５１０６３５

３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４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城市绿地与居民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但快速城镇化使得城市绿地暴露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城镇化含义已经从单维的人口指标转变为了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和生态等多维的丰富内涵。 虽然当前一些研究重点关注了

城市绿地暴露的测度方法、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但是从多维城镇化视角出发探索城镇化对城市绿地时空暴露的影响机制仍有

待进一步探索。 因此，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采用人口加权绿地暴露指标分析了城市绿地暴露时空特征，在构建多维城镇化

指标的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影响绿地暴露时空差异的主导因子及其影响的时空异质性，并进一步

分析其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１）长江经济带城市绿地暴露水平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整体上绿地暴露水平有所

改善。 但绿地暴露水平空间差异明显：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下游地区；城镇化水平发展缓慢和绿地资源丰富的城市，其绿地暴

露水平往往较大。 （２）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间，绿地覆盖率、ＰＭ２．５、建成区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和高程一直是城市绿地暴露时空差异的

主导因子；绿地覆盖率与其他因子之间的协同作用对城市绿地暴露的影响明显强于其单独作用；建成区面积、地区生产总值与

其他因子之间的协同作用也随着时间发展而逐渐增强。 （３）各主导因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 整体上，绿地覆盖率

对绿地暴露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 随着年份的增加，经济发展对绿地暴露的负向影响逐渐覆盖所有城市，而生态环境的改善和

城市扩张规模对绿地暴露的正向影响逐渐突显。 研究深入解析了城镇化要素对城市绿地暴露时空格局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

对城市绿地空间优化布局、协调多维城镇化发展以改善人居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绿地暴露；时空格局；主导因子；影响异质性；长江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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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ＧＳ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ＵＧＳ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ｌ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ｒａｗｌ ｏｎ ＵＧＳ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ｗｅｒ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ＵＧＳ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ＵＧ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城市绿地是指在城市边界区域内所有类型的植被，包括了城市公园、森林、封闭小区内部的绿化带等。 一

方面，城市绿地在缓解大气污染、吸收噪声以及滞留降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生态作用［１—３］；另一方面，相关

研究证实长期暴露于城市绿地中对居民的身心健康有积极影响［４—５］，例如提高睡眠质量［６］，增强邻里关

系［７］，降低死亡率［８］等。 国外最早出现“暴露”是以环境为主要对象，即“环境暴露”与人类的关系研究，而绿

地与健康关系研究相对成熟后逐渐出现“绿地暴露”。 绿地暴露通常被定义为个体（或群体）与自然环境的接

触，即实现自然环境对人类健康益处的前提是将人暴露于自然环境当中［９—１０］。 大量研究已经对绿地暴露测

度方法和指标进行了探索：具体包括了最小阻抗模型［１１］、引力模型［１２］ 和综合供需特征的二步移动搜索法

（２ＳＦＣＡ）等可达性测度方法［１３—１４］；以表征可用性的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 ［１５］、叶面积指数（ＬＡＩ） ［１６］和绿地

覆盖度［１７］等；采用街景数据计算的视觉暴露指标，例如绿景指数（ＧＶＩ）等［１８］。 可达性更多的反映了绿地暴露

的供需水平；可用性可以反映一定范围内的绿地暴露的质量和数量水平，但无法反映供需关系；可视性受数据

限制较大，只能反映有限街道空间的绿地暴露水平。 最近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９］构建包含使用情况、有用性、可达性、吸
引力和可视性等多维绿地暴露指标的评估框架能够完整反映数量、质量和邻近度等绿地属性，很好地弥补单

一维度绿地暴露指标的局限性。 但其提出的绿地暴露评估方法涉及了主观和客观暴露两个类别，主观暴露测

度与个人自我报告的绿地使用情况有关，且各指标缺乏可比性，在多个城市尺度上进行绿地暴露计算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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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较大。 如何快速有效地测度多个城市尺度的绿地暴露水平，并反映整体的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有助于科

学评估城市间的绿地暴露差异。 最近有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人口加权绿地暴露方法，能够较好地实现不同城

市间的绿地暴露可比性［２０—２１］。 因此，本研究采用该指标来测度多个城市尺度下的绿地暴露水平，以揭示绿地

暴露时空动态演变过程。
城市绿地空间的不均衡分布使得绿地暴露也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相关研究也证实了不同年龄［１３， ２２—２３］、

收入水平［２４］、以及种族群体［２５］在绿地暴露中的差异性。 多数研究仅停留在对绿地暴露时空差异特征分析的

层面，因此相关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绿地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探索。 其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了包含高程、坡度、降
水量和自然地理分区等的自然环境特征［２６—２７］；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政府财政收入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等表征

的城市经济水平［２８］；城市产业结构［２９］；人口密度表征的城市绿地需求特征［２８， ３０—３１］；建成区面积范围和城市

空间形态特征［３２—３３］；以及政府政策［２６］。 这些研究不仅证实了自然环境特征和社会经济条件对绿地发展具有

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不同规模城市（例如超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自然地理分区（例如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和时间阶段下的各因素对绿地发展影响的差异变化。 但上述研究多采用全局线性模

型进行回归分析，并不能有效反映各因素在城市之间影响的异质性；而且缺乏分析不同时间阶段下各因素影

响的空间异质性动态演变特征，无法深入探讨各城市发展动态过程对绿地发展差异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探

索绿地暴露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绿地的时空演变格局往往与城镇化发展演变有很大的关联［２８］。 一方面，城镇边界的

扩张延伸使得城市周边的绿地资源规模变小，形态破碎；另一方面，城市的更新改造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

入，也使得城市内部的绿地资源得到有益补充。 城镇化发展对绿地暴露的影响显著，但城镇化发展与绿地暴

露时空格局演变的关联尚不明确。 城镇化是一个包含了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

等的多维复合系统。 其中，人口增长是核心，经济发展是动力，土地增长是载体，社会发展是目标［３４—３５］。 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城镇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城镇空间范围的急剧扩大，同时也伴随着

生态环境的改变［３６］。 长期快速的土地城镇化加剧了城市绿地空间与其他建设用地的冲突矛盾［３７］。 ２０１４ 年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意味着中国城镇化建设和发展迈入了新

的阶段［３８］。 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逐渐形成了人口、城镇、
土地、社会和生态相互协调的城镇化体系，这使得绿地空间等具有重要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景观在城市发展规

划中的地位更加突出［３９—４０］。 当前中国城镇化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的现

代化，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坚持绿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４１］。 因此，研究

城镇化发展与绿地空间暴露的关系，对促进城市区域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前文中绿地发展

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涉及了城镇化的单一或者若干维度，但缺乏从多维视角对影响要素进行归类，以探索城

镇化对绿地空间发展的影响机制。 因此，系统地探索多维城镇化要素对绿地暴露影响的时空异质性规律，有
助于解释中国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下绿地暴露健康效应。

鉴于此，本研究以城镇化发展具有明显时空差异的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以 ５００ ｍ×５００ ｍ 的网格为研究

单元，基于 ＬＵＣＣ 土地利用、ＷｏｒｌｄＰｏｐ 人口等多源数据，利用人口加权绿地暴露、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

等方法和模型分析多个城市尺度下绿地时空暴露格局特征，识别和探索绿地时空暴露格局的主导因子以及其

影响的时空异质性，以期为城镇化背景下跨区域绿地空间规划和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依托长江水道，地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
庆、四川、贵州和云南 ９ 省 ２ 市，面积约占全国的 ２１．４％，人口和经济占全国的比例均超过 ４０％［４０］。 随着长江

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推进，城镇人口的持续增长和有限的城市绿地资源之间的不配套问题也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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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先后批复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即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发展规划，如
何促进区域内部城镇化高质量和协调发展，对城市绿地有序和合理建设，进而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和促进居民

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地级市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单元，为了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本
研究最终选取了 １０８ 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不包括少数民族自治州、毕节市、铜仁市和湖北省辖的 ４ 个县级

市、林区）（图 １）。 对行政区划调整比较大的地级巢湖市，将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０５ 年的相关数据按照比例折算到行

政区划调整后的城市当中。

图 １　 研究区概况图

Ｆｉｇ．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选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 ４ 个时期为研究时段，主要数据来源如下：（１）城市不透水面和绿地组分数

据来源于 Ｋｕａｎｇ 等［４２］发布的中国城市不透水面与绿地空间数据集（ＣＬＵＤ⁃Ｕｒｂａｎ），该数据类型为栅格数据，
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ｍ。 该数据集结合了土地利用数据、ＮＤＶＩ 和谷歌影像，通过在 ＧＥＥ 平台采用随机森林来训

练获得每个城市中 ３０ ｍ 像素级别的城市不透水面和城市绿地空间百分比，数据精度较高，能够满足城市环境

问题和内部景观结构的相关研究；（２）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空间分辨率

为 ３０ ｍ，包括了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６ 个一级类别；（３）人口数据来自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 的中

国人口栅格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１００ ｍ；（４）ＰＭ２．５浓度数据来源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该数

据使用 ＷＧＳ１９８４ 投影，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５）ＤＥＭ 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空间分辨率为 ９０ ｍ；（６）其
他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缺失的根据邻近年份进行补充。

城市建成区和人口的提取。 本研究所定义的城市建成区来源于中国城市不透水面与绿地空间数据集

（ＣＬＵＤ⁃Ｕｒｂａｎ），以不透水面的边界作为城市建成区的边界。 同时，本研究将面积小于 １ ｋｍ２的图斑剔除掉以

避免较小的城镇对结果的影响。 以每个城市单元行政范围为界限，构建 ５００ ｍ×５００ ｍ 的格网，并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的相交以及空间连接等功能修正获取城市建成区内部的格网。 然后，将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 的 １００ ｍ 分辨率的栅

格数据重采样为 ５００ ｍ 分辨率的栅格数据。 采用分区统计功能汇总每个格网内部的人口数据，以此作为城市

人口的基本单元。
城市绿地的提取。 城市绿地数据的提取借鉴了徐超等［４３］ 的研究，绿地包括了城市不透水面像元中所包

含的绿地组分和不透水面像元之外的绿地。 其中，城市不透水面中的绿地组分主要由 ＣＬＵＤ⁃Ｕｒｂａｎ 数据集中

的绿地组分来计算，其数值是该像元中绿地面积占比扩大了 １０００ 倍。 而不透水面以外的绿地通过提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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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中的林地和草地面积获取，并将其栅格属性改为 １０００，以表示像元内部的绿地面积占比为 １００％。
因此，像元对应的真实绿地面积为像元值乘以像元面积（９００ ｍ２），再除以 １０００。 最后，再将两个栅格数据融

合为 ３０ ｍ 分辨率的绿地空间分布栅格数据后，按照建成区边界裁剪出城市内部的绿地数据，并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的栅格转点工具将其矢量化。

其他数据的处理。 ＰＭ２．５和 ＤＥＭ 栅格数据按照建成区边界进行裁剪后，按照分区统计获取建成区内部的

ＰＭ２．５和高程数据均值。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人口加权的绿地暴露测算

本研究中绿地暴露用居住点一定缓冲区范围内的绿地覆盖率来表示，同时在计算每个城市绿地暴露水平

时，考虑人口加权，以便更好地反映出人口密度和绿地的空间分布特征。 结合前人的研究认为 ５００ ｍ 缓冲半

径是合理的［４４—４５］。 因此，每个城市的绿地暴露水平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ＧＥ ＝
∑

ｎ

ａ ＝ １
ｐａ × Ｇａ( )

∑
ｎ

ａ ＝ １
ｐａ

× １００％ （１）

式中， ＧＥ 是城市绿地暴露水平， ｎ 是城市边界内部的人口格网单元数量， ｐａ 是人口格网单元 ａ 的人口数量，
Ｇａ 是人口格网单元 ａ 周围 ５００ ｍ 缓冲区范围内的绿地覆盖率。
２．２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用于探测地理要素空间分异性的重要模型，最初运用于探索分区地理要素对疾病的影响机

制，该工具能够进行因子探测、交互探测、生态探测和风险探测，所需要的影响因子是类别数据，对于连续的数

据需要进行离散处理［４６］。 首先借助因子探测模块来识别影响绿地暴露的主导因子；其次利用交互探测模块

来分析各主导因子之间的是否具有交互作用以及其相互作用的类型。
（１）因子探测：

ｑ ＝ １ －
∑

Ｌ

ｈ ＝ １
Ｎｈσ２

ｈ

Ｎσ２ （２）

式中， ｑ 是探测因子的影响力， Ｌ是探测因子的类别数量， Ｎ是城市数量， Ｎｈ 是类别 ｈ的城市数量， σ２ 和 σ２
ｈ 分

别是绿地暴露值在整个区域的方差和类别 ｈ 的绿地暴露值的方差。
（２）交互探测：
交互探测能够用于表征两个探测因子的交互作用对绿地暴露空间格局的影响程度。 交互作用的探测结

果包括了 ５ 种类型：若 ｑ （Ｍ∩Ｎ） ＜ｍｉｎ （ ｑ （Ｍ）， ｑ （Ｎ）），表明因子 Ｍ 和 Ｎ 交互后非线性减弱；若 ｍｉｎ
ｑ（Ｍ），ｑ（Ｎ）( ) ＜ｑ（Ｍ∩Ｎ）＜ｍａｘ （ｑ（Ｍ），ｑ（Ｎ）），表明因子 Ｍ 和 Ｎ 交互后单因子非线性减弱；若 ｑ（Ｍ∩Ｎ）＞

ｍａｘ （ｑ（Ｍ），ｑ（Ｎ）），表明两因子交互后双因子增强；若 ｑ（Ｍ∩Ｎ）＞ｑ（Ｍ）＋ｑ（Ｎ），表明两因子交互后非线性增

强；若 ｑ（Ｍ∩Ｎ）＝ ｑ（Ｍ）＋ｑ（Ｎ），表明两因子相互独立。
２．３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主导因子对绿地暴露影响的时空异质性，本研究采用了地理加权回归（ＧＷＲ）模型，将
要素的空间关系特征纳入到模型中，有助于更好地估计主导因子影响的局部系数。 在此之前，利用 ＯＬＳ 线性

回归模型来分析上文选出的主导因子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并以方差膨胀系数（ＶＩＦ）小于 １０ 作

为评价标准。 ＧＷＲ 模型的具体公式如下：

Ｙｉ ＝ βｉ０（ｕ，ｖ） ＋ ∑
ｍ

ｉ ＝ １
βｉｊ（ｕ，ｖ） Ｘ ｉｊ ＋ ε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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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Ｙｉ 是城市 ｉ 的绿地暴露水平，（ｕ，ｖ）是城市的地理中心坐标， βｉ０（ｕ，ｖ） 是常数项， ｍ 是变量的个数， βｉｊ（ｕ，ｖ）

是第 ｊ 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Ｘ ｉｊ 是第 ｊ 个自变量， εｉ 是随机误差项。

３　 绿地暴露时空格局特征

３．１　 时间演变特征分析

如图 ２ 所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地暴露水平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但绿地暴露水平整体上有所

改善，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３．４６％增加到了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４．７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全域城市绿地暴露水平提升最大，增
加了 ０．７２％。 不同区域之间的绿地暴露水平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下游地区。

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城市绿地暴露水平与全域一致均表现为“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

间的下降趋势并不明显。 上游地区城市绿地暴露水平提升最大的时间段是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除了 ２０１０ 年云

南省的绿地暴露水平要略高于贵州省之外，其他年份上游地区绿地暴露水平分省份排序为：贵州省＞云南省＞
重庆市＞四川省。 而中游地区城市绿地暴露水平提升最大的时间段是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不同年份中，中游地区

绿地暴露水平分省份排序差异明显，各省份绿地暴露水平年际变化差异明显，说明了中游地区城市绿地暴露

影响因素复杂。 与中上游不同的是，下游地区的城市绿地暴露水平则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但是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年间的增加明显趋缓。 下游地区绿地暴露增加最多的时间段是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所有时间段内，下游地

区绿地暴露水平按省份排序为：浙江省＞安徽省＞江苏省＞上海市。 除了安徽省以外，其余省份的绿地暴露水

平均呈现增长趋势。

图 ２　 长江经济带绿地暴露时序演变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３．２　 空间演变特征分析

如图 ３ 所示，将四个时期的绿地暴露数据划分为 ５ 个类别来分析绿地暴露空间演变特征：低绿地暴露

（≤８％）、较低绿地暴露（８％—１２％）、中绿地暴露（１２％—１６％）、较高绿地暴露（１６％—２０％）和高绿地暴露

（＞２０％）。 ２００５ 年，城市绿地暴露水平维持在较低水平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其中徐州、蚌埠、扬
州、无锡和上海市的绿地暴露水平极低，在 ８％以下；中游地区主要以武汉为中心，沿着湖北省边界向西北和

西南两个方向延伸，但是整体水平高于 ８％；上游地区从四川省绵阳市一直延伸到云南省玉溪市，呈现出“带
状”分布的特点。 其中绿地暴露水平在 ８％以下的城市有绵阳、资阳、乐山和昆明市。 高绿地暴露区域空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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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零散，主要分布在省际交接的边缘区域，例如丽江、攀枝花、遵义、十堰、咸宁、黄石和丽水市等，这些区域绿

地资源丰富，有助于提升整体绿地暴露。 ２０１０ 年，长江下游地区绿地暴露水平较低的城市减少，主要是徐州

市、蚌埠市和上海市；中游地区主要是襄阳、孝感、武汉、荆州和常德市；上游地区较低绿地暴露城市数量减少

至 １０ 个，其中低绿地暴露的城市仅有绵阳市。 同时，高绿地暴露城市数量也有所减少，但六盘水、临沧、萍乡、
景德镇和黄山市转为了高绿地暴露城市。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低绿地暴露城市均只剩下上海、徐州和绵阳 ３
个城市，长江下游和中游地区较低绿地暴露的城市数量逐渐减少，但南昌市在 ２０１８ 年处于较低绿地暴露水

平；上游地区中，四川省的成都、南充、德阳、眉山、资阳、内江、乐山和泸州市一直处于较低的绿地暴露水平，
２０１８ 年较低绿地暴露城市新增了昆明和曲靖市。 而高绿地暴露区域虽然在 ２０１５ 年有所增加，但整体分布上

仍是处于省份边界或者研究区边缘地带。

图 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绿地暴露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８

４　 城镇化要素对绿地时空暴露影响机制分析

４．１　 影响因子选取与说明

由于社会城镇化往往比较复杂，难以进行简单地量化和表征，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了人口、经济、土地和

生态 ４ 个核心的城镇化指标［４７］。 同时，选取了气温、降水和高程 ３ 个自然环境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以表征自

然地理环境的空间差异。 鉴于此，本研究从人口、经济、土地和生态城镇化，以及自然环境特征 ５ 个指标维度

中选取了 １０ 个影响因子作为自变量（表 １），以城市绿地暴露水平作为因变量，在地级市尺度层面对长江经济

带城市绿地暴露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人口城镇化反映的是城镇人口不断集聚的过程，即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换的趋势。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

发展，城镇空间人口数量和密度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对城市绿地空间供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选

取了城镇人口比例和城镇人口密度 ２ 个影响因子来表征人口城镇化指标。 经济城镇化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指非农经济发展水平。 本研究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来表征城市经济发展的规模，以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

情况来表征非农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 土地城镇化反映的是城镇化在空间上的扩张和蔓延情况，城镇建设用

地不断扩展发展，不仅改变了自然绿地的空间现状，也会影响人为绿地的规划布局。 因此，本研究以城市建成

区面积来表征土地城镇化程度。 生态城镇化反映的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新型城镇化

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首位，以及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定位说明了生态环境质量是新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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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指标［４８—４９］。 生态城镇化指标上首先选择了绿地覆盖率作为城市绿地总体建设水平。
此外，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与城市绿地建设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关联，本研究以 ＰＭ２．５浓度值作为反映环境治理

的重要指标。 为避免数据之间存在单位不一致的问题，本研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减少量纲

影响。

表 １　 绿地暴露影响指标选取和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影响因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符号
Ｓｙｍｂｏｌ

单位
Ｕｎｉｔ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比例 Ｐｏｐｒ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城镇人口密度 Ｐｏｐｄｅｎ 人 ／ ｋｍ２

经济城镇化 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 万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 ＩＮ２＿３ ％

土地城镇化 Ｌ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建成区面积 ＵＡ ｋｍ２

生态城镇化 绿地覆盖率 ＧＣＲ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Ｍ２．５ ＰＭ２．５ μｇ ／ ｍ３

自然环境特征 气温 Ｔｅｍ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降水 Ｐｒｅ ｍｍ

高程 ＤＥＭ ｍ

４．２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主导因子识别

采用地理探测器来识别影响城市绿地暴露的主导因子，有助于降低因子之间潜在的多重共线性，并确保

筛选出具有最强解释力的因子。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中的 Ｊｅｎｋｓ 自然断点法将上一小节中选出的所有连续变量

分为 ５ 类，并采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因子探测，最后，将 ｑ 值按照从大到小进行排序。 从表 ２ 中可知：２００５—
２０１８ 年，绿地覆盖率、ＰＭ２．５、建成区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和高程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地暴露的影响一直排在前

５ 位，除了在 ２００５ 年 ＰＭ２．５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其他均通过了 ０．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 ２００５ 年的影响大

小排序为：绿地覆盖率＞建成区面积＞高程＞地区生产总值＞ＰＭ２．５；２０１０ 年的影响大小排序为：绿地覆盖率＞
ＰＭ２．５＞建成区面积＞ 高程＞地区生产总值；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８ 年的影响大小排序均为：绿地覆盖率＞ ＰＭ２．５＞建成区

面积＞ 地区生产总值＞高程。 绿地覆盖率是城市绿地暴露空间差异的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其 ｑ 值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０．６６３ 增加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０．７５３，远高于其他因子，说明城市绿地建设水平是决定城市绿地暴露量的基础前提，
对城市绿地暴露的空间分异解释力度超过了 ６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建成区面积和地区生产总值的 ｑ 值逐渐

增加；ＰＭ２．５的 ｑ 值在 ２０１５ 年达到最大值（０．３０１），而在 ２０１８ 年下降到了 ０．２８３；高程的 ｑ 值在 ２０１０ 年达到最

大值（０．２１８），随后其 ｑ 值逐渐下降，影响逐渐减弱。
城市绿地暴露的空间分异不仅受到单一因子影响，而且可能更多受到不同影响因子间的交互作用。 本研

究进一步对排名前 ５ 的主导因子进行交互探测 （图 ４）。 探测结果表明了 ５ 个主导因子之间存在着增强的交

互作用，各因子对城市绿地暴露的影响并不相互独立。 除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地区生产总值∩ＰＭ２ ．５，以及 ２００５
年建成区面积∩ＰＭ２ ．５是非线性增强外，其余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为双因子增强。 所有年份中，绿地覆盖率

与其余四个因子的交互作用 ｑ 值均不低于 ０．６９９，除了绿地覆盖率∩ＰＭ２．５的 ｑ 值在 ２０１５ 年略有降低以外，绿
地覆盖率与地区生产总值、城镇规模和高程的交互作用 ｑ 值逐年增加。 此外，ＰＭ２．５与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规

模的交互作用 ｑ 值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也超过了 ０．５，但 ｑ 值随着时间而降低，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渐趋弱化。
值得注意的是，地区生产总值与城镇规模之间的交互作用在逐渐增强，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０．２４６ 增加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０．４１８。
４．３　 基于 ＧＷＲ 的主导因子空间异质性

采用 ＧＷＲ 来探索各主导因素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首先采用 ＯＬＳ 线性回归模型诊断各年份自变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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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从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的结果来看，各年份自变量的 ＶＩＦ 均小于 １０，说明彼此之间并没

有出现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 ＧＷＲ 分析。 ＧＷＲ 拟合后的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依次为 ０．７４５、０．８６４、０．
７９２ 和 ０．８２９，说明了模型拟合良好，自变量影响的回归系数空间异质性如图 ５ 所示。

表 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地暴露影响因子探测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８

影响因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

ｑ 值
ｑ ｖａｌｕｅ

排序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ｑ 值
ｑ ｖａｌｕｅ

排序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ｑ 值
ｑ ｖａｌｕｅ

排序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ｑ 值
ｑ ｖａｌｕｅ

排序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Ｐｏｐｒ ０．０３１ ８ ０．１０４∗ ７ ０．１２４∗ ６ ０．０９４ ８

Ｐｏｐｄｅｎ ０．００５ １０ ０．０５６ ９ ０．０１５ １０ ０．０１８ １０

ＧＤＰ ０．１８７∗∗ ４ ０．２１２∗∗∗ ５ ０．２１６∗∗∗ ４ ０．２６５∗∗∗ ４

ＩＮ２＿３ ０．０２４ ９ ０．１０２∗ ８ ０．０５５ ８ ０．１３２ ６

ＵＡ ０．２０３∗∗∗ ２ ０．２６６∗∗∗ ３ ０．２６８∗∗∗ ３ ０．２８０∗∗∗ ３

ＧＣＲ ０．６６３∗∗∗ １ ０．７２２∗∗∗ １ ０．７４４∗∗∗ １ ０．７５３∗∗∗ １
ＰＭ２．５ ０．１５１ ５ ０．２８２∗∗∗ ２ ０．３０１∗∗∗ ２ ０．２８３∗∗∗ ２

Ｔｅｍ ０．０６２ ７ ０．１１６ ６ ０．０５１ ９ ０．１１８ ７

Ｐｒｅ ０．０６９ ６ ０．０５４ １０ ０．０５６ ７ ０．０２８ ９

ＤＥＭ ０．１９３∗∗∗ ３ ０．２１８∗∗∗ ４ ０．２０７∗∗∗ ５ ０．１９９∗∗∗ ５

　 　 ∗∗∗、∗∗和∗分别表示 Ｐ 在 ０．０１、０．０５ 和 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ｑ 为探测因子的影响力

图 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地暴露主导因子交互探测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８

ＧＤＰ：地区生产总值；ＵＡ：建成区面积；ＧＣＲ：绿地覆盖率；ＰＭ２．５：ＰＭ２．５颗粒物浓度；ＤＥＭ：高程；∗表示非线性增强；＃表示双因子增强；ｑ 为探

测因子的影响力

（１）地区生产总值对绿地暴露的负向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占据整个长江经济带。 ２００５ 年地区生产

总值对绿地暴露具有正向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地区是四川省的广元、南充和巴中市，２０１０ 年又增加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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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地暴露主导因子的空间异质性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８

州、广安和重庆市。 除此之外，地区生产总值对这两个年份的其他城市的绿地暴露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负向影

响。 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８ 年地区生产总值所有城市的绿地暴露均呈现负向影响。 地区生产总值对绿地暴露一直产

生较强负向影响的区域是云南省的昆明、丽江、玉溪、普洱、临沧和保山市，以及四川省的攀枝花市。 ２００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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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对绿地暴露产生较为显著负向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上游地区的西南部、长江中游地区的

东北部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西北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地区生产总值对绿地暴露产生较为显著负向影响的区域

从东部逐渐向中部和西部转变，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江中上游地区绿地暴露受到的负面效应逐渐

增强。
（２）城镇规模对全域绿地暴露的作用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但大多数区域的正向关系表明了城镇规模

的扩大有助于绿地暴露的提升。 ２００５ 年城镇规模回归系数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中部地区，云南省的昆

明、保山和丽江市以及四川省的攀枝花市。 但 ２０１０ 年，回归系数高值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北部

区域；回归系数低值区域集中在长江上游地区的东部以及中游地区的南部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回归系数高

值区域基本转移到整个长江上游地区，城市规模对绿地暴露产生正向影响的区域逐渐扩大。
（３）绿地覆盖率对城市绿地暴露一直具有正向的作用。 ２００５ 年，回归系数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湖北省的

十堰市、四川省的西部和南部、以及云南省，这些区域城市大多开发程度较低，绿地覆盖程度较高；而回归系数

低值区域主要集中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东南侧，具体包括了湘南、赣南、皖南、苏南和浙南。 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绿地覆盖率回归系数高值区域逐渐转移到皖北和苏北，最终转移到整个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大部分

地区；而低值区域从长江经济带中部逐渐向西部过渡。
（４）ＰＭ２．５对绿地暴露影响的负向作用随时间而逐渐显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ＰＭ２．５的影响系数空间范围差

异逐渐增大，高低值分别达到 １．７０２０ 和－３．２７８６，且 ＰＭ２．５正向影响的区域增加，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的湖南省

和江西省以及江苏省的盐城和南通市。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ＰＭ２．５对所有区域的绿地暴露的影响均为负数。 其负向

影响从西向东逐渐减弱，且影响的空间差异也逐渐缩小。
（５）地形因素对城市绿地暴露的影响随时间而弱化，空间差异逐渐缩小。 ２００５ 年，长江经济带西部城市

的绿地暴露受到了高程的负向影响，而大部分中东部地区的城市受到正向的影响显著。 从 ２０１０ 年之后，整个

区域城市绿地暴露与高程之间均维持着负向关系，但其影响的时空差异逐年减小。 回归系数高值区从中部地

区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北部转变，进而转移至中游地区西北部和上游地区的东北部；而回归系数低值区从云南

省转移至长江下游东部。
４．４　 城镇化要素对绿地暴露影响机制分析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地暴露的时空格局演变是长期复杂的过程。 在探索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绿地暴露时空

分异的主导因子及其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后发现：自然环境特征中，高程的影响逐渐弱化，而气温和降水对城市

绿地暴露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口、经济、土地和生态城镇化因子对城市绿地暴露时空分异影响存在着明显的

差异。
人口城镇化因子对绿地暴露时空分异影响较小。 人口城镇化率越高意味着城镇绿地的需求更大，有利于

促进城市绿地的建设；但城镇人口的增多又会导致现有绿地“供不应求”局面的出现。 例如，上海市城市内部

绿地建设逐年增加，但其持续增加的常住城镇人口，可能降低了城市绿地的整体暴露水平。 而城镇人口密度

与绿地暴露关联不强说明城市内部绿地建设与人口需求存在着明显的错配现象。
经济城镇化过程对绿地暴露时空分异影响随时间发展而强化。 地区生产总值对绿地暴露的整体影响稳

定在前 ５ 位，且其 ｑ 值也逐渐增加，说明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会增强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地暴露水平时空分

异的影响。 城市经济条件的改善，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收入，用以支持环境保护和城市绿地建设的资金

更能得到保障。 从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并不会显著提升城市绿地

暴露水平。 但产业结构逐渐完善和发展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问题，促使绿地建设，缓解

城市居民生活中绿地不足的现状。
土地城镇化对绿地暴露时空分异的影响也随时间变化而强化，但其影响程度逐渐减小。 城镇土地的扩张

往往由城镇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需要决定，城市的无序扩张可能会导致城市绿地空间的破坏和减少。 尤其是

中西部城市，逐渐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经济的同时，其城市绿地资源在配合城市经济发展所需的土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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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逐步破碎化。 但是，随着城市不断向外扩张，原有城市内部人口外移，使得部分区域土地被改造成为绿地资

源，可能会增加原有城市内部的绿地暴露水平。
随着生态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镇绿地覆盖率的提高和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对绿地暴露时空分异格局影

响逐渐增强，但其对绿地暴露产生积极影响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 早期的绿地更多是一种资源禀赋，中西部

地区绿地水平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因此绿地覆盖率影响的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而党的 “十八

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和“生态文明”，绿地

建设和生态保护力度加大，生态城镇化指标对绿地暴露影响的空间分异性逐渐缩小。
总之，各因子对城市绿地暴露的影响程度存在着明显的时空分异状况。 影响的基本机制是以自然地理环

境特征为基础，在现有绿地资源禀赋的基础逐渐演变的。 经济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之间相互促

进，彼此之间共同影响着城市绿地暴露的现状，但其影响的双面性加剧了城市间的绿地暴露差异。 生态城镇

化的持续推进将有助于城市绿地规划建设，也极大促进了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的调整，进而改善人居绿地暴

露水平和质量。

５　 讨论与结论

５．１　 讨论

本研究是对 Ｙｕ 等提出的暴露生态学理论框架中的“客体⁃现实”模型的运用和扩展［９， ５０］。 “客体”是指绿

地空间格局的分布，“现实”是指真实的绿地环境。 城市绿地空间格局分布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绿地暴露水平

和质量，进而影响其身心健康。 《２０２２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 １１．７ 明确提出了在拥挤的

城市地区，绿地空间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不仅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城市绿地暴

露水平的时演变格局，同时也从多维城镇化的视角下识别了不同时期绿地暴露空间差异的主导因子及其影响

的时空异质性，这对于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来实现城市绿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结合研究结果，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城市绿地暴露水平：（１）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与有序的城市扩张将更有利于减少绿地暴露在空间上的差异性，以避免经济快速增长和无序的城市扩张对现

有绿地的破坏；（２）对高密度的中心城区，要有效利用空地打造合理的绿地空间，“见缝插针”布局街心公园和

口袋公园，满足居民的日常绿地需求［５１］；（３）合理调控城市人口布局，分散城市中心较为密集的居民，尽量做

到规划在前，确保城市绿地的合理分配；（４）加大环境保护以维持现有绿地空间范围，加强绿地建设以扩大绿

地资源基础。
虽然采用多种量化方法探索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绿地时空暴露格局及其影响机制，但也存在以下局限性：

一方面，虽然采用了当前学者广泛采用的 ５００ ｍ 格网和缓冲区尺度来研究城市绿地暴露，但不同尺度和缓冲

区下是否会对结果产生尺度效应并没有进行深入探究；另一方面，城镇化因素仍然还有许多指标，选取了一些

当前研究中较为重要的来进行探索，后续研究有待扩充更为完整的城镇化指标体系；绿地暴露计算虽然采取

了 ３０ ｍ 的绿地组分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但不同分辨率水平下的绿地暴露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何选

取合适的绿地分辨率尚待探究。
５．２　 结论

（１）从不同时期的城市绿地暴露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绿地暴露水平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
但整体上绿地暴露水平有所改善；绿地暴露水平空间差异明显：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下游地区。 此外，城镇

化水平发展缓慢和绿地资源丰富的城市，其绿地暴露水平往往较大，说明了自然禀赋和城镇化均对城市绿地

时空暴露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２）因子探测结果表明绿地覆盖率、ＰＭ２．５、建成区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和高程是城市绿地暴露水平时空差

异的主导因子。 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对绿地暴露水平空间差异的影响，而自然环境的影响逐渐弱化。 交

互探测的结果表明了绿地覆盖率与其他因子之间的协同作用对城市绿地暴露的影响明显强于其单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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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区面积和地区生产总值与其他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并不明显，但二者之间的协同作用随着时间发展而逐

步增强。
（３）ＧＷＲ 的结果表明了各主导因子对城市绿地暴露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 随着年份的增加，

经济发展对绿地暴露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尤其是东部地区。 绿地覆盖率的提高和环保力度的增强，使得城

市绿地暴露水平得到改善。 建成区面积的扩张从无序到有序发展，使其对城市绿地暴露的正向影响逐渐

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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